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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 

——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孟 捷 

 

 

摘 要：自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对黄金年代的产生和延续提出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解释，一种是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

义》等论著中提出的解释，另一种则是调节学派的解释，后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取得了更

为广泛的影响。本文结合战后经济史，对两种解释的主要观点做了批判性分析，并提出了进

一步研究所面临的任务。 

关键词：黄金年代，调节学派，曼德尔，长波，资本积累 

 

 

一．黄金年代的形成及其制度基础 

 

自二战结束到 1970 年代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根据麦迪逊提供的资料（表 1），黄金年代 GDP 和人均 GDP 的增

长率几乎是 1820 年以来任何时期的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此前任何时期的

两倍；投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资本积累速度大幅提高；出口额的增长超过

GDP，其增速是 1913-1950 年间的八倍，是 1820 年以来整个 19 世纪的两倍。表

2 给出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1950-1973 年、1973-1979 年以及 1979-2000

年这三个不同时期的 GDP 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在黄金年代结束后，所有国

家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表 1  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16 国算术平均数）：1820－1979 年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阶段 GDP 人均 GDP 非住宅固定资本存

量 

出口量 

Ⅰ 1820－1870 年   2.2
a

  1.0
a

 无数据  4.0
b
 

   1870－1913 年 2.5 1.4 2.9 3.9 

Ⅱ 1913－1950 年 1.9 1.2 1.7 1.0 

Ⅲ 1950－1973 年 4.9 3.8 5.5 8.6 

Ⅳ 1973－1979 年 2.5 2.0  4.4
c
 4.8 

a
13 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b
10 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c
1973-1978 年。 

资料来源：A. Maddison, 1982,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UP, p.91, Tabl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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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年均百分比增长率） 

 

国家 1950-1973 年 1973-1979 年 1979-2000 年 

法国 5.0 2.8 2.1 

德国 6.0 2.4 2.1 

意大利 5.6 3.5 2.0 

日本 9.2 3.5 2.7 

英国 3.0 1.5 2.3 

美国 4.0 3.0 3.1 

 

资料来源：T. McDonough,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CUP, 2010, p. 113, Table 4.3. 

 

在长波理论中，战后黄金年代对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

弗里曼和卢桑在《光阴似箭》一书中，把该时期称作“石油、汽车、机动化和大

批量生产的时代”。以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为原型的大批量生产制度，构成了这一

时期技术-经济范式的典型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在战前就出现了，战后又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并扩散到大多数经济部门。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是泰勒主义和半自动

化装配线的结合。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操作、以及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时间，

都是由装配线决定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在其最初引入时，曾在某些国家遭到工

人的抵抗。但逐渐地，随着资方力量的增强，工会以提高工资为条件进行了妥协，

认可了资方在投资和组织生产过程中的权力。 

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普及过程，还伴随着各国产业后备军的重建，雇

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最终完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

1950 年到 1970 年，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就业总量增加了 30%。„„这本身就使

工人阶级的人口增加将近 1/3。而且，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比就业总人口的增加

更快。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民用部门的就业人员增加 4600 万人时，自我雇佣者

和‘家庭工人’减少了 2000 万人。1954 年，在正式划归在业者的人口中，有 31%

属于此类，而到 1973 年就降低到 17%。”“统计数字上由自我雇佣向雇佣劳动的

转移实际上就是离开土地出走。„„对于社会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无产

阶级化的过程。”1
  

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完成了农民脱离土地、向雇佣劳动

者转变的过程。由表 3 可以看到，在欧共体国家非农业部门就业量的增长中，新

增劳动力的不同来源及其各自所做的贡献。在表中各个时期，来自农业部门的移

民始终是对就业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但从 60 年代上半期开始，该因素的作

用就开始稳步下降。到 60 年代末，“农业当中的就业已经下降到不足整个大陆就

业的 15%，对工业来说，农业劳动的弹性供给已不复存在。”“在 1960 年代下半

段，将劳动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基本上完成了。”2
  

在 1950 年的日本，自我雇佣者、农民、家庭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的比重

为 60.6%，雇佣工人的比例则为 39.3%。二十年后，即 1970 年，前者下降为 35.8%，

后者则升至 64.2%，完全扭转了此前的结构。3
 1955-1970 年间，日本非农业部

                                                        
1 阿姆斯特朗、格林、哈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页 185（译

文略有改动）。 
2 Eichengreen, B., 2007,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217-218. 
3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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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 1500 多万人，在此期间劳动力人口增加了 900 多万，

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则下降了 600 多万。4
 在美国，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口在

1945-1961 年间增加了 1500 万人，即增加了 35%。5
 在战后产业后备军的重建过

程中，妇女加入就业也在一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在 1950-1970

年间，受雇佣的成年妇女增加了 71%。6
  

 

表 3  不同供给来源对于欧共体各国非农业部门雇员就业增长的贡献（百分比） 

 

 1955-1960 年 1960-1965 年 1965-1970 年 1970-1975 年 

非农业部门雇员就

业的增长 

1.7 1.7 0.8 0.4 

贡献因素：     

  城市劳动力 0.20 0.01 -0.16 0.19 

  失业 0.57 -0.04 -0.07 -0.48 

  移民劳动力 0.33 0.52 0.29 0.20 

  来自农业的移民 0.64 1.02 0.72 0.41 

  农业之外自我雇

佣的工人和家庭

工人 

-0.04 0.12 0.02 0.08 

 

来 源：Boltho, A., ed, 1982, The European Economy: Growth and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转引自

Eichengreen, B., 2007,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18, Table 7.1. 

 

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

如曼德尔所强调的，它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扩大投资创造条件。

日本学者伊藤诚（他是宇野学派的著名代表）在解释战后日本成长时也指出：“对

于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而言，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市场条件和

由此而来的相对低廉的劳工。”7
 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金德尔伯格也

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之所以对长期增长有利，在于它能

压制工资，提高利润，并促进投资。8
 金德尔伯格试图以刘易斯模型来解释战后

繁荣的出现，而在曼德尔看来，刘易斯模型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未能考虑到，

在前资本主义部门消失后，产业后备军事实上还可通过资本深化被持续地创造出

来。以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为例，由于战争的影响，产业后备军曾一度濒于消失。

但在五十年代，工人大量为机器所取代，产业后备军又得以迅速重建，并为 60

年代前半期的极度繁荣创造了条件。9
  

                                                        
4 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页 58。 
5 Mandel, (1975)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9, p.177 note 69. 
6
 Mandel, Late Capitalism, p.181. 根据麦迪逊的数据，1950-1976年，美国妇女在劳动人口中的比率从

28.8%上升到 39.7%。Maddison, A.,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UP, p.192, Table C2. 
7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Chapter 5;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151. 
8 Kindleberger, C.P., 1967, Europe’s Postwar Growth: The Role of Labor Supp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p.177. 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经济学》里也强调了五十年代美国经济的

这一特点。Brenner, 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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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不仅为福特主义

大批量生产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且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工薪阶级组成

的社会结构。由于工薪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仰仗于市场，其人数规模的扩大

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购买力，并深刻地塑造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体

制的特点。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的各种耐用消

费品行业的发展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行业一

方面吸收了了大量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又借着上述无产阶级化所造就的不断扩

大的市场而得到了发展。 

战后黄金年代的产生是以一系列制度形式的确立为前提的，这一点已成为经

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根据 SSA 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分类，这些制度形式涵

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

关系等不同维度。从功能上看，这些制度涉及了投资、创新、分配、消费、贸易、

金融等各个方面。 

战后初期，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加速投资造

就了必要的条件。但是，要将利润转变为生产性投资，单凭这一点是不够的，还

需得到相应制度形式的支持。在各国的核心经济部门，依靠集体谈判实现了阶级

斗争的合法化，劳资之间由激烈的对抗转向合作。这种阶级合作关系有时被称为

“资本-劳动协议”，有时则被称为“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的制度结构由国

家、企业和工会三方构成，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

向工会承诺，工人可在不远的将来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同时

国家也保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在

这种结构下，形成了一套让各方相互监督的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彼此间的合作。

以德国为例，战后不久就通过了有关“共决制”（co-determination）的法律，允

许工人代表加入每一家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制度也

在战后逐步得到确立。此外，各国还发展出一套引领和诱导企业开展投资、调整

产业结构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仍以欧洲为例，在德国，为了防止企业将

利润用作红利，政府对于用作生产性投资的利润提供税收减免；在奥地利，私人

企业可以从国有企业那里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中间投入，条件是这些私人企业遵

循政府所期望的投资和红利政策。10
 在日本，通产省透过经济审议会和行政指

导等制度，推动企业界进行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11
 

在黄金年代，凡是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大体是按成

本加成制度形成的。这种定价制度意味着，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

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虽然也有人对这一制度的存在与

否提出过疑问12，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黄金年代的鼎盛时期，成本加成的确

是大企业的主要定价方式。在这种定价制度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一

定程度的遏制，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由于集体谈判的存在，不同部

门的工资成本大体按相同比率增长，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利用这

一点，以挤压低效率企业的利润。 

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大资本之间相互尊重的竞争形式，共同造就

了工资收入追随生产率进步而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不断

                                                        
10 Eichengreen, B., 2007,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31-40. 
11 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前言和第 3章。 
12 譬如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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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使非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也得到了制度保证。在欧洲，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

在 GDP 中所占的比率，从 1955-57 年 8%，上升到 60 年代末的大约 12%和 70

年代中期的大约 16%。此外，政府在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

出也在不断增长，1950-1970 年，这类支出在 OECD 国家（日本除外）的增长率

相当于这些国家产出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上述支出和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结合在一

起，推动了公共支出占 GDP 比率的大幅增长，该比率从 1950 年代的 28%，上升

到 60 年代的 34%和 70 年代的 41%。13
 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促进有效需

求，而且削弱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增加了工人行使集体权力的可能性，巩固

了在前述社团主义结构下的阶级合作。 

各国内部调节方式的成功运作是与国际秩序或国际调节方式的建立相联系

的。二战结束后，各国决策者普遍认识到，国际贸易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私

有企业制度、发展国际安全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领导下，一整套

有关贸易、金融和国际间支付的制度在 1945 年后得以建立。到 1950 年代末，大

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发挥作用。1957 年，

建立了欧洲共同体。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协调和美国

的支持下，屡次开展了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促进了资本

主义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巨大

增长。 

在有利于战后黄金年代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是一

个经常被提到的因素。1951-1970 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

降了 32%。在 70 年代危机前，石油的价格一直处于低位。作为一种通用性投入，

石油的廉价供给促进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开展。日本学者伊藤诚就此这样写到：

“为了满足日益扩张的需求，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供给极大地增加了，但原油价

格却围绕着一桶 1.8 美元的价格保持不变，甚至更低。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制成品疯狂膨胀的出口价格相比，原油的实际价格实际上降低了。1950 年代

和 1960 年代原油的相对廉价，加之其供给的弹性扩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严重消耗石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结构而言，是一项基本的条

件。它为成长中的石油化学工业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促成了拥有汽车的

社会，并将能源的主要来源从煤转换成了石油。”14
  

 

二．黄金年代的积累体制：评调节学派的主要观点 

 

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系，以及前述一整套处于有机联

系之中的调节方式，界定了战后黄金年代宏观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何全面地

概括这些特征，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

调节学派的概括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他们将这一宏观经济体制称为“福特主

义积累体制”，并认为在这一积累体制下形成了下述“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

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

                                                        
13 本段及以下两段借鉴了格林等人的论述，见 Glyn,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p. 59f. 
14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p.34-35. 从
历史上看，1870-195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人均 GNP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均能源使用量的增长。而在

1950-1973年间，情况颠倒了过来，人均能源使用量超过了人均产量的增长。参见 P. Nore, ‘Oil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F. Green and P. Nore, 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79, p.114. 转引自 Itoh, ibid, p. 237 no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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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

用于改善大批量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15
  

调节学派认为，在这一良性循环中，以下两组关系最为关键，它们构成了“黄

金年代宏观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1）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存量（即

资本-劳动比率）平行增长；（2）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平行增长。16
 按

照第一组关系，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体抵消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

成的增长，这意味着，黄金年代的产出-资本比率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

定义上看，产出-资本比率的变动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技术构成）与劳

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能抵消资本-劳动比率

的增长，就会降低产出-资本比率，并为利润率带来负面影响。 

对调节学派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第二组关系，即实际工资和第二部类劳

动生产率的并行增长。根据格林等人的数据，在 1952-70 年间，六大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 4.2%，产出增长率则为 4.5%，两者大体相当。
17

 这种并行关系一方面可以抵消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危机趋势，另一方面可以

抵消因工资增长而造成的利润挤压趋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体保持稳

定。由于利润率在定义上取决于产出-资本比率和利润份额的乘积18，上述两组关

系的存在意味着：在战后黄金年代，利润率总体上是较为稳定的。相对稳定的利

润率结合以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促进了长期资本积累。 

 

图 1 战后黄金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Boyer,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in Dosi, G., et al, eds,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85. 

 

                                                        
15 Jessop, B,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in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J. 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33. 
16 Glyn,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p.46-50. 
17 Ibid, p.49. 
18 利润率在定义上取决于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率， 即 P/K=P/Y·Y/K，P为利润，Y为净产出，K为固定

资本存量，Y/K是产出-资本比率，P/Y是利润份额。 

新技术体系 为工人所接受 围绕实际工

资而斗争 

使消费品获得

销路 

需要更多的投

资品 

高水平的利润 

快速积累 

生产能力 

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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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学派的代表布瓦耶曾用图 8 形象地描绘了上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图中

可以看到，工会接纳了技术变革和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管理方则允许工人分享生

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围绕货币工资的集体谈判扩散到全社会，保证了工人阶

级消费标准的持续提高；收入和消费增长促进了投资，为投资品部门带来了高额

利润；而投资又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使整个过程不断地自我循环。 

根据调节学派的上述模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

而实现的。这一点也符合黄金年代各国的实际。以日本为例，这个通常被看作依

赖于出口的国度，其黄金年代的出口在 GNP 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 10%左右，低

于同时期的德国和英国。19
 从国际角度看，世界贸易的增量主要发生于作为一

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内部，换言之，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是互为市场，彼此为对方

提供需求。20
 从积累的源泉来看，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的是企业自留

利润。阿姆斯特朗、格林等人指出：“1961 年，78%的公司法人投资来自利润留

存。余下的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8%，来自向个人的借款（工人的储

蓄和靠投资收入者的收入）。到 1973 年，源于自有利润的投资比例下降到 64%，

厂商借款投资部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6%。”因此，“积累的兴旺基本上是

自我支持的。它既增加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

找到市场，从而使雇主的利润得到稳定增长。”21
 承认战后积累的上述特点在理

论上有着重要意义。从罗莎·卢森堡到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就有强

大的声音，认为一旦离开对资本主义以外世界的剥削，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就难

以为继。而上述现象意味着，至少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主要是

内源型的。 

调节学派的模型尽管拥有上述优点，但该模型所依赖的关键命题之一，即产

出和消费大致并行的增长，是以相对脆弱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这些假设是，第

一，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被全然归于消费；第二，消费的增长被全然归于特定的制

度形式。从理论上看，这些假设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大机构中，积累才

是真正的主动轮，消费的变化毋宁是被动的，并非自主地决定积累的力量。其次，

消费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外在的制度形式，积累过程本身也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

长。1991 年，布伦纳和格里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对调节学派

的理论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概括了在积累过程中内生的、导

致需求增长的四项来源：“（1）迫于要求技术变革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随处可

得的新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对资本的投资（对资本品的需求）；（2）通过追加资

本品投资而雇佣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新的消费支出；（3）在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中

通常可预期的、并和技术变革相伴而生的工资增长；（4）非生产性支出。”22
 相

对而言，调节学派忽略了这些内生的需求，并将消费的制度性增长作为推动积累

的根本动力，最终使其沦为消费不足论的理论变种。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平行增长，在

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为这意味着技术进步

的好处完全由工人来分享，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在长期内没有任何变化。这样

                                                        
19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p.155-158. 
20 Glyn,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48; p.51. 
21 阿姆斯特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页 138（译文略有改动）。 
22 Brenner, R., and Glick, 1991,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No.188, p.81. 布伦纳与格里克还提出：“我们的观点并非是要否定会产生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我们的观

点仅仅在于，通过第一部类相对于第二部类的更快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进行的积累，在缺乏保证工

人消费标准的那些制度的情况下，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必然产生有效需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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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调节学派若要坚持这个命题，逻辑上就应得出如下结论：在战后黄金年代，

剩余价值率并未明显提高，或言之，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饶

有意味的是，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直白的表述；该学派在这个

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而充满矛盾的。笔者只在日本学者伊藤诚那里发现了明确

的结论。伊藤诚在理论上接受了调节学派的解释，他宣称：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和产品工资的增长大体相一致，在战后黄金年代，“马克思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机制（一种由于生产率增长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份额变化）在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整体内并未发挥作用。”23
 在这里，伊藤诚彻底地贯彻了调节学派的

逻辑，最终暴露出该理论的内在矛盾。 

对伊藤诚的观点可以提出以下质疑，第一，以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

生产率相比较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从定义来看，产品工资是以货币工

资除以全部净产出（净增加值）的价格，而实际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消费品价

格。但问题是，工人并不会以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以外的投资品，从价值实现的

角度的看，劳动力价值只能以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品价值来衡量。用产品工

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劳动生产率比较，并不能作为衡量剩余价值率的可靠方法。

调节学派有时还把实际工资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改换为消费与产出增长的关系，

这在逻辑上也是不严格的。消费的增长可能来自资本家乃至工人以外的非生产阶

级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工资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消费增长也表

明了这一点。第二，伊藤诚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前后矛盾，在进一步讨论

1975-85 年间的日本经济时，他又放弃了以产品工资代替实际工资的做法，直接

将日本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较，并提出在此期间，一方面劳

动生产率有显著进步，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结果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而从他提供的数据来看，同一时期日本制造业部门产品工资的增长是大体接

近于生产率增长的。24
 

总之，在积累过程中，实际工资虽然可以跟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增长，但从

长期看，这种增长不能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从图 9 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实际工资与生

产率的大体平行的增长，仅仅在 50 年代上半期短暂地存在过一段时间，大约在

1958 年以后，该比率就一直在下降。调节学派的始作俑者阿格列塔也指出，

1958-66 年间，即在战后繁荣的高峰时期，美国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

了实际工资，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利润率的相应增长。25 根

据布伦纳等人提供的数据，在 1958-65 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不

低于 80%，私人经济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为 45%；而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实

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 40%，即从 1950-58 年间的 3.6%下降为 2.2%。26 再以

日本为例，1955-70 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实际工资 50%-100%，

剩余产品的吸收主要的不是依靠消费，而是依靠对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后者

在 1956-73 年间以 22%的年率增长，是 GDP 增长率的两倍。27
 

 

图 2 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生产率比率：1948-1970 年 

                                                        
23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p.41-42. 
24 Ibid., p.181. 
25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1979, p.99. 
26 Brenner, 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p.61; p.63. 
27 Brenner, et al, 1991,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p.94;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p.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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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enner, et al,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p.94, Figure V. 

 

 

三．曼德尔论黄金年代的形成 

 

在《晚近资本主义》这部巨著中，曼德尔强调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战

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形式，他甚至使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

进”这样的字眼。28
 在美国，通过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而

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推动了过剩资本在黄金年代初期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

行业的投资，用曼德尔的话来说，推动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诞生。29
 在战后繁

荣期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即除了消费

品和机器通过机器来生产以外，原材料和食品也实现了以机器来生产。曼德尔就

此指出，这一发展带来了大多数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以及两大部类有

机构成的均等化，第一部类在劳动生产率和有机构成方面的领先地位几近消失。

从利润率平均化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取消了剩余劳动向生产力更先进的第一部类

转移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生产力的地域间差异和部门间差异以攫取超额利润的

做法已难再持续，在这种局面下，企业被迫把追求技术租金（超额垄断利润的另

一种形式）作为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加快技术创新的持久压力。30
  

曼德尔认为，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除了要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增长为前

提外，还需要市场的显著扩张，他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具体形势下，

（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不可能通过市场的地缘扩张来造就，而只能依靠第一部类

的技术革命。只有一场像这样深刻的大变动才能同时导致所有工业部门的累积性

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重大提高，以及在消费品销售市场扩张（从而领工薪者实际

工资的增长）的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大增长。”在黄金年代，第四次技

术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储备，为企业在投资于创新的基础上相互竞争提供了条件。

                                                        
28 Mandel,E.,(1975)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9, p.178. 
29 曼德尔把德、美等国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上溯到法西斯主义执政年代和二战期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先是

推动过剩资本投入军备生产，使相关国家得以摆脱大萧条的持久影响；战争结束后过剩资本又投资于新技

术革命，从而形成了战后持久繁荣。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技术革命的界分，曼德尔和新熊彼特派经济

学家之间略有差异，他把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不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原因是他

未将 18世纪产业革命考虑在内。 
30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pp.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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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第一部类通过投资于技术革命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并在自身内部造

就了相互需求，同时也通过向第二部类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扩大了自身的

市场。第二部类通过投资于新技术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曼德尔写道：“在

一段‘外延型工业化’时期后，资本投资采取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形式，尤其

是在美国、西德和日本。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则

是相对剩余价值产出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在这些论述中，曼德尔始终

强调了下述因素的作用，即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市场上造就有利于雇主

的条件，将实际工资的增长约束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以确保相对剩余价

值率的增长。31
  

按照曼德尔的观点，积累的动力并非来自消费，但积累过程的持续却要求消

费需求的相应扩张。这个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也呼应了前引布伦纳和格里

克的观点，即在积累过程中会内生出新的消费需求。值得格外强调的是，在黄金

年代，与投资高涨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化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的来源。以日本为

例，在 1955-1970 这十五年间，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了 2.3 倍，但雇佣工

人的人数大约在同期翻了一番，从而使雇佣工人的消费需求增加了 4.6 倍。32
 在

此过程中，以农民离开土地的形式而实现的无产阶级化，会给城市化以额外的推

动，由此形成的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

阶级化和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扩展型投资结合在一起，为黄金年代

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解释，相关制度分析也应主要围绕于此而展开。但遗憾的

是，迄今为止这一点在理论上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工资收入伴随生产率增长而提高的过程中，相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也

在变化，对农产品和其他传统产品的消费份额逐步下降，对各种新型工业品和服

务的消费渐次增加。需求模式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

型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促进了这些部门内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调节学派

所倚重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对于促进消费的制度性增长，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

盾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曼德尔所描绘的两大部类投资高涨

和市场的内生累积扩张为前提的。换言之，消费的制度性增长在理论上是积累过

程的副产品，而不是积累的原动力。 

曼德尔的前述分析就其要旨而言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与其长波理论之间存

在着矛盾。依照曼德尔的长波论，一次下降长波向上升长波的转折要同时具备两

个条件，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市场的重大扩张。但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在他那

里是不能通过内生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同时实现的，而且，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头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

突”；这是因为，当剩余价值率增长时，群众的消费需求会遭到压制，进而妨碍

消费品市场的扩张。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并提出

这一矛盾只能通过非经济的“外生震荡”（如战争和革命）来解决。33
 

                                                        
31 Ibid, pp.168-169; p.179.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战后繁荣虽然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但也结合了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体现于无产阶级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以及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强

度的不断提高。 
32 Itoh, M., 1990,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p.145; p.156. 
麦迪逊曾试图计量各国劳动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对于人均 GDP增长的贡献，以美国为例，在

1950-1973年间，人均 GDP的增长率为 2.4，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对此所做的贡献为 0.2；在日本，人均 GDP

增长率为 7.3，劳动力结构性转移的贡献为 1.3（参见 Maddison, A., 1982,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UP, p.119, Table 5.12）。 
33 Mandel, Late Capitalism, p.144-145; Mandel, 1995, Long Wav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p. 111,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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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提出，曼德尔的这些观点暗含了在理论上未必成立的假设条件。34
 即

使撇开这点不论，在把这些观点用于解释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时，也能发现曼德

尔的自相矛盾。根据曼德尔的意见，战后繁荣的出现不能依赖市场的地缘扩张，

只能靠两大部类投资于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内生累积性增长。这种累积性增长（也

就是市场的内生性扩张）是在大规模投资发生后才出现的，而曼德尔的长波理论

却要求市场扩张发生在大规模投资出现之前，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

在《晚近资本主义》解释第四次长波出现的一个重要段落里，曼德尔就舍弃了市

场因素，仅仅把剩余价值率增长看作资本加速积累的唯一先决条件。35
 

曼德尔把投资于新技术革命视为战后繁荣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使其

区别于调节学派和 SSA 学派，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互通声气。在黄金年代，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美国，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毛额在 GDP 中

的比率（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由 1941-50 年间的 9.9%，上升到 1951-60 年间的

12.8%和 1961-73 年间的 13.5%；在日本，该比率由 16.3%分别上升到 20.3%和

27%。在德国，该比率由 1930 年代的 11%，上升到 1950 年代的 17%和 1960 年

代的 18%。36
 表 4 提供了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60-75 年间的投资变动率，从

中可以看到，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在 1965-70 年间的增长率普遍高于 1960-65

年。投资增长模式上的这种差异反映了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巨大的技术鸿沟。对

后者而言，黄金年代的投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赶超过程的产物。通过把来自

于美国的先进技术与本土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欧洲和日本逐渐提高了自己在世

界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独立地开展

了创新。以日本为例，在引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田

生产方式，并在上个世纪 80 和 90 年代成为全球汽车业学习的标杆37；在欧洲，

则有“第三意大利”，大量中小企业在该地区形成密集的企业网络，发展出弹性

专业化生产。38
 70 年代以来，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为了解释各国的创新绩效，进

行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最终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分析框架。相形之下，

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理论偏重于分析各种制度在促进消费上所起

的作用，相对忽视了那些促进创新和投资的制度，和新熊彼特派相比，不能不说

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表 4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的增长率：1960-75 年 

（括号里的数字为就业增长率） 

 

 1960-65 年 1965-70 年 1970-75 年 

法国 6.9 9.6 3.5 

                                                        
34“曼德尔两难”含有以下假设：利润率提高是资本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这个假设和新熊彼

特派经济学的观点恰好相反，在后者看来，正是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于重大创新才成为企业的选

择。对相关问题的评论，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页

125-128。 
35
 Mandel, Late Capitalism, p.190. 

36 Maddison, A., 1990,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UP, p.40, Table 2.3; Eichengreen, B., 
2007,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2. 
37 参见沃马克等：《改造世界的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 
38 参见 Piore, M. and C.Sabel,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中文

本见派尔、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89年。）关于战后欧洲在技术创新上的特点

以及和美国的比较，还可参见以下著作中的简要论述：Eichengreen, B., 2007,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pp.25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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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5） （0.4） 

西德 3.2 

（1.4） 

5.2 

（0.4） 

-7.3 

（-1.9） 

意大利 -3.3 

（0.4） 

11.3 

（1.5） 

-0.4 

（0.9） 

日本 6.0 

（3.9） 

21.5 

（3.6） 

-4.7 

（-0.5） 

英国 3.7 

（0.3） 

4.2 

（-0.5） 

-4.6 

（-2.1） 

美国 8.0 

（1.1） 

2.4 

（1.7） 

-2.2 

（-0.7） 

 

资料来源：Freeman, Ch., et al,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1982, p. 158, Table 8.6. 

 

按照新熊彼特派的观点，大规模投资于基本创新（即那些推动新部门成长的

重大产品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笔者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

试图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39
 从经验上看，黄金年代那

些增长最快的部门往往也是创新速度最快的部门。表 5 通过美国的数据证实了这

一点。弗里曼等人则提供了来自欧洲共同体的数据，1960-73 年间，欧洲增长率

最快的制造业部门既包括技术密集型部门（如化学、塑料、电力和电子设备、仪

器和通讯），也包括收入弹性较高、产品的消费需求模式不断变化的部门（如汽

车、耐用消费品、药物等）。前者多为投资品部门，后者恰好是调节学派所注重

的面向消费者的大批量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其增长率几乎达到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两倍。相形之下，诸如农产品、纺织、

服装、固体燃料等部门在黄金年代的增长率则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40
  

 

表 5 美国增长最快的部门和创新领先的部门（1956-1973 年） 

 

增长最快的 

10 个部门                 年增长率 

创新领先的 

10 个部门                 年增长率 

橡胶与塑料                  9.2 仪表                        28.44 

化学制品                    7.9 橡胶和塑料                  14.73 

电气设备                    7.3 电气设备                    12.05 

仪表                        6.3 石料、沾土和玻璃            11.68 

纸张和相关产品              5.0 化学制品                    10.72 

机械                        5.0 机械                        8.96 

纺织品                      4.6 运输设备                    7.77 

家具和室内装置              4.4 金属冶炼                    6.54 

其他杂项                    3.9 石油                        5.18 

印刷和出版                  3.8 金属加工                    3.04 

                                                        
39 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6年；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0 Freeman, C., et al, 1982,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p.128, 另可参见 p.129的 Table 

7.1以及 p.130的 Tabl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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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范·杜因：《经济创新与长波》，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页 227。 

 

 

四．结 语 

 

对战后黄金年代的全面解释，需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为基

础，将技术、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尽可能地综合起来。通过强调相对剩余价值

生产机制的作用，曼德尔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

般规律。但是，在将这一规律运用于实际历史的同时，他没能发展出一种为调节

学派和 SSA 学派所倡导的制度分析，按照这种分析，资本积累的主要变量是嵌

入特定的制度形式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41
 相对而言，

调节学派虽然注重制度分析，并提出了积累体制这样的概念，却不恰当地理解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以阿格列塔为例，在他那里存在着以下未经协调

的矛盾，即一方面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有机联系视为黄金年

代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主张，两大部类的这种有机联系主要是靠消费的增长

建立起来的。42
 在调节学派的日后发展中，消费的这种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消

费和产出的平行增长被看作黄金年代积累体制的核心特征，这为伊藤诚日后否定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铺就了道路。理论的片面性最终限制了制度分析的视

野，由于把消费看作积累的原动力，调节学派的制度分析主要是联系消费而展开

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局限提示我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调节学派（以

及 SSA 学派）与曼德尔之间达成某种综合，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拓展制度分析的

范围，尤其是将那些与投资和创新相关联的制度形式囊括进来。为此就有必要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乃至当代制度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展开更

为充分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揭示黄金年代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 

 

                                                        
41
 对曼德尔的进一步评论，可参见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

2011年第 10期，页 103。 
42 譬如他写道：“鉴于福特主义通过发展一整套社会关系将劳动过程和社会消费标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

借此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发展就从消费那里获得了动力。由于两大部类之间的某种协

调发展（以有计划的产品废弃和资本的持续贬值为代价），积累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相对规律的节奏，这样一

来，有效需求的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消费者社会’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取消了

危机。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间所遵循的模式”。见 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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